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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、莫兰在《文明的政治》中首先指出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的是法国大革命

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理想。然而，社会主义初期的这一理想在后来的实践中因遭

到背叛或颠倒而破灭。为了不断消除人类关系的野蛮性，为了让社会主义和民主获得

新的生命，文明的政治需要回归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共和理想。这三个概念有一

种对立和互补的复杂关系。只要自由，不能保证平等和博爱。强加的平等不仅不能促

进博爱，反而会破坏自由。作为连接自我和公共利益的价值，博爱的作用是调节自由

和减少不平等，它不能通过法令实施，而属于公民义务的范畴。公民意识薄弱或消失

的地方，博爱的精神就会荡然无存。尽管我们需要对自由、平等、博爱这三种价值等

量齐观，但应当承认，在某个社会发展阶段，自由的问题可能更重要，特别是在人民

受到各种压迫的时候；而在另一个阶段，平等和博爱的问题可能更突出。但就整体而

言，“这是一个与人类冒险交织在一起的长时期的历史工程：一项改善从人际关系到

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关系的艰巨任务。”当务之急是团结互助与履行责任。因此，莫兰

引用波兰团结工会的口号说：“没有团结，就没有自由。”文明的政治要再现希望，

人们是在孤独和恐惧中承受忧虑，还是在团结和希望中分担忧虑，既关系到人类目前

的处境，也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人类的幸福与希望是成正比的。

（二）、莫兰在本文中提出的“生命品质”的概念非常重要。在全球化经济的刺

激下，世人的生活水平相对提高，但是生活水平不能与生命品质划等号，生活水平的

提高不必然导致生命品质的提高，就像舒服不意味着幸福一样 ？诚然，生活水平的提

高可以使人活得更舒适，但不见得活得更好。活得更好须重视生命的品质，它包括与

信仰有关的精神生活，与创造有关的文化艺术生活，与感情有关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生

活，这些都是幸福的必要成分，不是简单的舒服可以带来的。因此，莫兰强调“生命

的品质表现为存在意义上的，而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福祉。”我们处在一个追求量

化的时代，主宰当今世界的是经济、技术和科学的逻辑：只有可量化的才是实在的和

重要的，不可量化的或被忽视，或被排斥。然而我们知道，可量化的通常是外在的东

西，如财富、产业、学历、职称、头衔、奖励，以及广而言之的各种名利；而内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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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通常是不可量化的，如爱情、痛苦、欢乐、热情、诗意、感动等等。外在的东西

看得见，摸得着，可以拥有，也可以失去；内在的东西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可以感

知，也可以长存于记忆。人生活在可量化和不可量化之间，就像生活在散文和诗之间

一样。爱因斯坦说过：“凡是可量化的，都是不重要的；凡是重要的，都是不可量化

的。”片面追求可量化的物质生活，不适度的消费，自我中心主义都是心态不文明的

表现（没有心态文明，就没有生态文明）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，可以改善人的物质生

活，但也可以导致人性和道德的堕落。这一点，无论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，还是在发

展中国家的现实中，都可以找到例证。我们应当区别增长与发展的不同，增长是一个

数量概念，发展理应含有质量的概念。

（三）、在“回归与寻根”一节中，莫兰指出“我们应当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和人

类的多样性。” 与其他物种相比，人类是独特的，他的独特性在于能产生多样性，一

如宇宙的独特性在于它产生了多样性。我们需要培养思考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能力，反

对清一色的统一性或唯我独尊的多样性。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。一方面，它使文化趋

同，特性消失，经济竞争愈演愈烈，失业加剧；另一方面，它加深了我们都是地球公

民的意识：地球是我们共同的祖国，她与我们自己的祖国互不排斥。未来的发展趋势

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不断增强，极权政府和世界霸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，区域合

作的政治愿望越来越大，对多元文化越来越宽容，为此，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全球国家

或全球政府。后者不仅不现实，而且也不能保证结果令人满意。一个全球政府引发的

安全问题很可能多于它能够解决的安全问题。在世界治理领域，历来有两种倾向：一

种是走权力集中和政治协调一致的道路。这条道路的最大优点是效率，最大缺点是一

旦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秩序，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就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，其他

政治体制和治理方法的实验空间就会大大萎缩，几乎没有被承认的可能。历史证明，

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强权对真理的垄断。另一种倾向是走多元化世界秩序的道

路，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平竞争，这条道路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的大规模错误，

比一个庞大的世界治理体系更灵活，更容易在实践中学习和纠偏，更能因地制宜地找

到适合本国和本文化的解决办法。因此一个有效的全球秩序应当建立在不同模式和多

样化体系的和平竞争之上，而不是建立一个全球的政治权威，通过官僚组织和武装力

量将它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于人。总之，一个开放和多元的世界要比一个全球政府更

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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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、在“回归与寻根”一节中，莫兰还指出一个民族恢复自信心的两条道路，

一是封闭的民族主义，一是开放的爱国主义。他所主张的爱国主义是法国忠实于自身

的历史，回归普适人权思想的基本原则，而且将这一普适原则变成欧洲自我肯定的愿

望和国际联合的样板。莫兰提倡的“开放的爱国主义”还有另一层意思。我们知道，

莫兰一向主张西方也要向东方开放，就像亚洲学习欧美的科学技术一样，西方也应当

向东方学习，特别是向佛教和印度教学习，尤其是它们在精神—灵魂—肉体关系上的

思考和实践。这也是西方长期以来忽略的问题。文艺复兴时期，中世纪的欧洲回归古

希腊的源头，开创了新的文明。现在，西方也应当汲取世界多样化的文化源泉，创造

新的文明。为此，应当结合各种文明优秀的成分，提倡文明的共生和互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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